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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党建是否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基于上市公司公益基金会的实证研究

周婷婷,  常馨丹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商学院, 北京 100024）

摘　要： 立足于上市公司公益基金会运作质量和运作效率双重维度，从基金会党组织建

立、党组织类型、党组织书记、党组织规模、党员大会、党的群团工作以及党组织活动经费视角，

实证探讨基金会党组织建设对基金会慈善事业的影响效应及其情境依赖性。研究发现，基层党

组织建设能够改善基金会的运作质量，促使基金会获得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的更高评级，还

能推动基金会的运作效率，让更多善款用于公益慈善事业。共产党员担任基金会监事的比重越

大，基金会党组织建设对基金会运作质量的改善效果越明显。基金会委托代理问题越严重，基

金会党组织越能够迎难而上，推动基金会的运作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基金会党建通过约束

基金会治理，对基金会运作质量和运作效率产生积极影响。当出资上市公司党组织是基金会的

上级党组织时，并未因上市公司对经济利益的看重而损害社会公益，对下级基金会党组织发挥

了良好的指导作用，使得基金会党组织建设对基金会运作质量与运作效率的提升效应更加明

显。本文从党组织多维特征、党组织活动视角，分析了基金会党建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差异性影

响，对基金会党建的社会功能实践具有参考价值。基金会党建工作须与基金会内部治理有机结

合，保证基层党组织活动经费与行政经费相互独立，并充分考虑基金会权责配置背后的潜在利

益冲突，更好地发挥基金会党建对社会治理的积极引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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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基层党组织分布广泛，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

历程，从成立之初的50多名党员，到成为一个拥有9 5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不

仅实现了全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且国内生产

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后，701万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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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奔赴一线，846万名党员到社区参与疫情防控，在抗疫一线成立临时党组织24.4万个，迅速有

效地遏制了疫情蔓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严密的组织体

系、先进分子的示范引领、党建联建等使党的基层组织成为党的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周建勇，

2021），在经济与社会治理中焕发生机。

党组织建设重要作用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主要体现在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两方面。在党建

的经济功能研究中，党组织参与治理有效抑制了国有资产或股权的低价转让，解决了国有资产

流失问题（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能够影响董事会异议，并提升公司绩效（柳学信等，2020），
还可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Li和Chan，2016）。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有助于提高民企的政策感知

能力，对新增投资水平具有积极影响（徐细雄等，2020）。在党建的社会功能研究中，党组织参与

公司治理能够对员工提供跨界管理（Lu和Li，2017），增加了冗余雇员（李胡扬等，2021），提高了

员工社会保险的覆盖率（Dong等，2016），增强了员工权益契约保障（徐细雄和严由亮，2021）。
党组织建设能够提升绿色环保投资（王舒扬等，2019），以及治理污染和环保治污投入（徐光伟

等，2019）。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的捐赠行为（原东良和周建，2020）和捐赠金额均有积极影响（程

海艳和李明辉，2020），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于连超等，2019）。
在党建经济与社会功能的现有实证研究中，从研究对象上来说，更偏重于企业党组织的研

究，对社会组织的党建研究鲜有涉及。从党建研究内容上来说，聚焦于探讨“是否建立党组织”
“党组织治理参与”以及党组织的“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等问题，由于数据限制而尚未深入

触及党组织规模、党组织活动等维度。

企业党建的社会功能研究为我们深刻理解党组织在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经验

证据。然而，企业与社会组织具有组织形态差异，导致基层党建在发挥社会功能时面临的组织

权力配置与利益博弈情况迥然相异。企业党建还不足以对社会组织党建的社会功能研究形成

有益借鉴，亟需开展针对社会组织党建在公益慈善领域影响效果的专门研究。

在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已实现应建尽建且发挥重要作用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党建是否能

够助推社会治理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

企业单位。本文仅选择上市公司基金会作为研究样本，原因如下：第一，从成立宗旨上来看，社

会团体主要考虑团体会员共同意愿的实现，基金会以开展公益慈善事业为目的，而社会服务机

构旨在提供社会服务。基于慈善事业发展角度的研究，基金会更适合作为研究对象。第二，在三

种社会组织形式中，只有基金会公开、详细披露了基层党组织建设数据。第三，上市公司基金会

因能提供出资上市公司维度的数据，将研究范围延伸至基金会组织之外，从组织关联视角丰富

了基金会党建的社会功能研究。

鉴于此，本文手工收集上市公司公益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中的党组织建设信息，探究公益

基金会党建对基金会运作质量、运作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其情境依赖因素。本文的可能贡献在

于：首先，基于基金会党组织类型、党组织书记、党组织人数、党员大会、党的群团活动以及党的

活动经费等独特数据，深入分析社会组织党建的具体特质在社会功能发挥方面的差异性，将基

层党组织的细类特征以及党组织活动的影响效果从理论阐释层面延伸至大样本实证研究层

面。其次，立足于基金会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综合质量（运作质量）与核心业务能力（运作效

率），基金会党建的社会功能研究不仅检验了基层党建在全局把握方面的统领功能，而且刻画

了党组织在关键维度的把控能力，为社会组织党建的社会功能研究提供了基金会公益慈善项

目维度的经验证据。最后，出资上市公司与基金会之间在委托代理冲突、党组织隶属关系方面

的独特关系将社会组织党建的社会功能研究场景拓展至基金会之外的出资上市公司层面，从

关系嵌入视角丰富了基金会社会治理功能发挥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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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假设

（一）基金会党建、党员监事与基金会运作质量

基层党组织是党和政府连接基金会的重要途径，有利于促进政策方针在上市公司公益基

金会日常工作的落实。基层党组织通过群团活动的开展，将政府的治理诉求更深入地传递到基

金会。基金会党组织出于合法性考虑，会积极发挥党组织作用，改善基金会运作质量。

首先，基层党组织是党和政府连接微观组织的重要桥梁（Dong等，2016）。基层党组织有利

于强化政府与微观组织之间的信息沟通，使微观组织能够准确把握政府的动态政策信息（徐细

雄等，2020）。基层党组织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党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发挥党组织的精神

引领作用（石伟，2020）。在上市公司公益基金会中，基层党组织推动党的政策方针在基金会落

实，引导监督基金会依法开展慈善活动，对基金会的慈善工作具有约束力。

其次，群团组织对推进党的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深远意义。群团组织在群

团活动中传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实现党群有序、沟通有效的作用（康晓强，2017）。基层

党组织通过开展党的群团活动将政府对上市公司公益基金会运作质量等方面的公共治理诉求

更直接有效地传递到基金会，引导基金会更好地开展社会公益活动。

最后，在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制度环境要求组织行为符合社会公认的合法性，符合

人们顺理成章认同的社会规范和文化理念等（Meyer和Rowan，1977）。出于合法性需求，公益基

金会的基层党组织有强烈的动机符合社会认同的党组织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身先士卒的忘我

精神，以及为人民谋福利的初心使命。上市公司公益基金会的基层党组织会积极响应社会的慈

善预期以及政府的治理诉求，尽力改善基金会的运作质量。基层党组织通过在基金会组织结构

中融入社会认同的理性要素获得组织合法性，有助于提升基金会的运作质量。

假设1：基金会基层党组织建设对改善基金会慈善工作的运作质量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设监事，列席理事会会议，有权向理事会提出质询和建议，对

基金会各项活动进行监督，并向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以及税务、会计主管部门反映情

况。相对于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的法律监管和外部监督相对较弱。基金会的内部监督制衡也

因此显得格外重要。基金会的监事会规模越大，监督作用越强（张立民和李晗，2013）。监事能在

一定程度上督促基金会的信息披露。基金会的监事为了维护自身声誉，也会提高信息披露的及

时性和准确性，进而提高基金会的信息披露质量（刘丽珑和李建发，2015）。在缺乏有效的监管

机制和问责制度的情况下，依靠作为专职监督机构的监事会有助于提升基金会慈善工作的可

信度（陈钢和李维安，2016）。
共产党员担任基金会监事，是监事监督与党组织监督的融合，有助于规避多头监管的弊

端，实现监督资源的有效整合。党员监事在充分整合监事监督的相关信息与资源之后，不仅可

以通过监事监督职责的履行来改善基金会的运作质量，而且可以通过党组织活动向党组织进

一步传递信息，从而更好地发挥党组织建设对基金会运作质量的积极推动效应。当企业基金会

监事由更多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组成时，基层党组织能够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和思想引

领作用，从而提升基金会慈善工作的运作质量。

假设2：共产党员担任基金会监事的比重越大，基金会党组织建设对基金会运作质量的提

升效应越显著。

（二）基金会党建、委托代理冲突与基金会运作效率

上市公司公益基金会慈善工作的有效开展依赖于基金会中每一个员工的工作效率。基层

党组织建设不仅可以使基金会中的党员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还可以影响基金会的组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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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凝聚基金会工作人员对党组织的向心力，推动基金会理事高效组织和管理慈善工作。

首先，上市公司基层党组织能够有效发挥人力资本优势。一方面，共产党员作为中国领导

阶层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发挥着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员身份对组织绩效有正

面影响（黄灿，2013），能够增加企业的环保投入（陈宗仕，2020），降低组织的违规行为

（Christensen等，2015）。董事长是党员的组织出现造假等财务违规行为的可能性更低（戴亦一

等，2017）。因此，当基金会中有更多党员背景的工作人员时，基金会的违规概率降低，基金会的

慈善工作更具效率。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积极推动党员发展，将经营管理活动中的骨干职工

吸纳进党组织。在基金会党组织的号召下，具有优秀管理才能的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到基金会运

作中，为基金会慈善工作的开展提供人才保障，提升基金会的运作效率。

其次，各级党组织通过主题活动、报告会、座谈讨论等形式，可以深入了解组织中员工的思

想动态，凝聚组织的团队力量，振奋员工士气。党组织活动的开展有助于把组织的价值观念和

战略目标融入到每个员工心中，真正使组织文化在员工个体间发挥作用。基层党组织通过加强

人文关怀，能够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使基金会运作效率得以提升。

最后，理事会是基金会重大决策的制定者，具有边界跨越和资源吸纳功能（Hillman和
Dalziel，2003），决定着慈善资金的去向，是影响运作效率的重要因素。基金会与党组织在人员

和事务方面的交叉互动，使基金会的慈善活动、日常管理、文化建设等相互促进。党组织参与基

金会治理意味着其通过文化宣传、精神引领等方式引导基金会的行为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具有先锋模范作用的党组织书记参与理事会治理时，能够减缓基金会缺乏独立性的消极影响。

党组织书记在理事会中所任职务越高，越有助于基金会运作效率的提高。

假设3：基金会基层党组织建设对基金会的运作效率具有积极的提升效应。

上市公司公益基金会存在两种委托人，一是提供慈善款项的捐赠者，二是索取留存收益的

受益人。这两种委托人的目标迥然相异，也与基金会管理者的目标不一致。企业基金会存在着

不同于企业的代理问题（Kitching，2009）。一般情况下，因出资企业委托人身份以及善款捐赠角

色，企业基金会不会损害出资企业的利益，但却很可能为了出资企业的利益损害其他捐赠人、

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利益（李新天和易海辉，2015）。
企业基金会与出资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Minciullo和Pedrini，2015）。Xu等（2018）认为，企

业基金会是一种源于营利企业的非营利组织，经常被看作是出资企业的附属机构。出资企业为

了进行盈余管理，会择机向企业基金会捐赠财产物资（Petrovits，2006），而基金会能够为出资

企业开辟资金转移通道（Xu等，2018）。上市公司公益基金会存在多重复杂的委托代理链条，加

上外部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滞后、独立性缺乏等多种问题，可能造成企业基金会成为出资企

业谋取利益的工具，最终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公益基金会可能是出资企业的伪善行为，凸显

出企业基金会与受益人、政府、社会公众之间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

基层党组织作为共产党在微观经济领域的“神经末梢”，是传递党和国家治理意志的重要

通道（Chang和Wong，2004），对基金会运作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基层党组织能够激发公益基金

会慈善工作的活力，抑制基金会在慈善工作中的潜在逐利行为。在委托代理问题严重的公益基

金会中，因潜在的私利攫取行为，基层党组织面临的工作任务更为艰巨。越是艰难时刻，党组织

的组织优越性体现得越充分。基层党组织通过监督基金会的慈善工作，引导基金会的发展方

向，能够有效防止基金会成为出资企业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推动基金会更好地实现慈善使

命，使基金会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假设4：基金会的委托代理问题越严重，基金会党组织建设对基金会运作效率的促进作用

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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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以2010—2019年期间上市公司出资设立的企业基金会为研究样本，探究上市公司公益基

金会党组织建设对慈善事业的影响效应。由于基金会党组织信息从2010年开始在基金会年度

工作报告中披露，故将文章的研究起点定为2010年。企业基金会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

服务平台（CNRDS）的中国非营利组织数据库，CNRDS并未公布哪些基金会属于企业基金会。

本文对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基金会官网、基金会中心网、上市公司官网的信息进行比

对核实，确定2010—2019年期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出资设立的基金会86家。86家基金会中，只

有62家基金会公开过187份年度工作报告。因此，本文最终确定的样本是62家上市公司出资设

立的企业基金会，共计187个观测值。其中，100个观测值建立了基层党组织，涉及39家上市公司

基金会。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二）模型设计

模型（1）探究党组织建设对基金会运作质量的影响效应以及党员监事的调节效应，模型

（2）分析基金会委托代理冲突是否会导致党组织建设对基金会运作效率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R A TI = ®+ ¯1PA R TYA + ¯2PSU+ ¯3PA R TYA £ PSU+ ¯4A SS + ¯5A GE + ¯6LE V
+¯7OSCA LE + ¯8R HI + ¯9CHA R + ¯10A UDITOR + ¯11DOIN + ¯12STA F

+¯13FSOE +
X

IN DU+
X

YE A R + "

(1)

R E X = Â+ ¸1PA R TYA + ¸2PA G + ¸3PA R TYA £ PA G + ¸4A SS + ¸5A GE + ¸6LE V
+¸7OSCA LE + ¸8R HI + ¸9CHA R + ¸10A UDITOR + ¸11DOIN + ¸12STA F

+¸13FSOE +
X

IN DU+
X

YE A R + "

(2)

基金会运作质量（RATI）为模型（1）的因变量，采用基金会评级度量。当基金会未参与评级

时，RATI赋值为0；当基金会获得1A、2A、3A、4A、5A的评级时，RATI的赋值分别为1至5。RATI的
数值越大，表明基金会的运作质量越好。基金会评级属于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即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机关依照规范的方法和程序，由评估机构根据评估标准，对社会组织进行全面、客观的评

估，并给出评估等级结论。

基金会运作效率（REX）为模型（2）的因变量。借鉴李宇立等（2020），REX采用公益项目收

支比度量，即公益项目支出额与慈善捐赠收入额的比值。相对于当年的慈善捐赠收入，如果基

金会在公益项目支出方面使用的经费越多（REX数值越大），说明基金会对公益慈善事业的投

入越大，代表着基金会具有更好的运作效率。

模型（1）和模型（2）的自变量是基金会党组织建设情况（PARTYA），包括党组织建设特征、

党组织活动两个维度，共计10个变量，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基金会党组织类型、党组织书记、党员

规模、党员大会、党的群团活动以及党组织活动经费等情况。数据来自作者对基金会年度工作

报告的手工摘录（详见表1）。
共产党员担任基金会监事的比重（PSU）是模型（1）的调节变量。本文在整理基金会监事名

录的基础上，进一步依据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判断监事的政治身份，用基金会党员监事人数除

以监事总人数度量PSU。

基金会委托代理冲突（PAG）是模型（2）的调节变量，具体衡量公式为：PAG=（PDLI+
PDDM+PLIR+PNAL）/4。当基金会捐赠收入来自上市公司的比例高于中位数时，PDLI取值为

1，否为0；当基金会理事来源于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比例高于中位数时，PDDM取值为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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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当上市公司基金会的宗旨或业务范围与上市公司经营相关时，PLIR取值为1，否为0；当基

金会名称源自上市公司名称时，PNAL取值为1，否为0。
PAG的衡量公式体现了出资企业与企业基金会之间在资金依赖、成员依赖、运行依赖和名

称同源方面的密切关联。正因为这些关联，企业基金会对出资企业有很强的依赖性（杨团，

2010），甚至被视为出资企业的子公司或内设部门（李新天和易海辉，2015）。企业基金会对出资

企业的依赖性越强，企业基金会在进行慈善工作时越可能偏向出资企业的利益，而变相损害社

会公众的利益，呈现出严重的委托代理冲突。PAG数值越大，基金会委托代理冲突越严重。

模型（1）和（2）的控制变量相同。借鉴李晗等（2016）、张立民和李晗（2013）、Kitching
（2009），控制如下影响基金会慈善行为的变量：基金会规模（ASS），用LN（1+基金会总资产）度

量；年龄（AGE）为基金会的成立年限；资产负债率（LEV）用基金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衡

量；理事成员数（OSCALE）；收入集中度（RHI）计算公式为（捐赠收入/总收入）2+（会费收入/总
收入）2+（政府补助收入/总收入）2+（提供服务收入/总收入）2+[（商品销售收入+投资收益+其他

收入）/总收入]2；业务主管部门（CHAR）为虚拟变量，当业务主管部门为国家机关取值为1，否为

0；审计事务所是否是百强事务所（AUDITOR）；慈善捐赠收入额（DOIN）用LN（1+慈善捐赠收入

额）度量；正式员工人数（STAF）；基金会出资企业类型（FSOE）为虚拟变量，当基金会出资企业

为国企时为1，否为0；行业（INDU）和年度（YEAR）虚拟变量。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基金会运作质量（RATI）的均值为1.840，说明基金会评级的

平均水平未达到2A，整体质量不容乐观。基金会运作效率（REX）的均值为3.615，即公益项目支

出额是慈善捐赠收入额的3.615倍。民政部要求企业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

表 1    基金会党组织建设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党组织建
设特征

是否建立党组织(PARTY) 当基金会建立党组织时取值为1，否则为0

党组织类型(PTYPE)
当党组织类型为党支部取值为5，联合党支部时取值为4，功能型党
支部时取值为3，临时党支部时取值为2，党员人数超3人却未成立党
支部取值为1

党组织书记所任职务
(PDUTY)

当党组织书记在本组织中所任职务为理事长时取值为9，荣誉理事
长时取值为8，副理事长时取值为7，理事时取值为6，监事时取值为
5，秘书长时取值为4，副秘书长时取值为3，管理人员时取值为2，工
作人员时取值为1

党组织书记参与内部
治理(PICG)

当党组织书记参与理事会治理时取值为4，参与常务理事会治理时
取值为3，参与办公会治理时取值为2，参与其他治理时取值为1；如
党组织书记参与多项治理，则为加总值

党员总人数(PN) LN(1+党员人数)

党组织
活动

党员大会次数(PMP) 党员大会召开次数
是否建立工会(PUNI) 建立工会取值为1，否则为0
群团组织活动(PMO) 群团组织开展活动次数
党组织活动经费是否来
源于基金会行政经费
(PMFR)

当党组织活动经费来源于基金会行政经费时为1，否为0

党组织活动经费划拨
(PMLE)

当基金会的上级党组织向基金会党组织划拨党组织活动经费时取
值为1，否则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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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若上一年基金余额较大，且本年慈善捐赠收入较小，基金

会在达到底线比例时，会出现REX取值较大的情况。51.3%的基金会建立了党组织。党组织类型

（PTYPE）的均值为3.262。基金会党员总人数（PN）的均值为1.232，对应未取对数前的党员人数

平均为3人。党组织书记所任职务（PDUTY）的均值为4.930，说明党组织书记所任职务大多不是

基金会普通职员。党组织书记参与内部治理（PICG）的均值为4.489，说明党组织书记会在多维

层次上参与基金会内部治理。党员大会年均召开4次。7.2%的基金会建立了工会组织。群团组

织活动开展次数（PMO）的均值为0.738。33.3%的基金会党组织活动经费来源于基金会行政经

费。44%的上级党组织向基金会党组织划拨活动经费。基金会监事中党员的平均比重（PSU）为

46%。基金会委托代理冲突（PAG）的均值为0.399，说明基金会与上市公司在捐赠收入、人员配

置、业务范围以及名称方面存在着较为紧密的关联。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平均值 中值 标准差 变量名 平均值 中值 标准差
RATI 1.840 2.000 1.907 PSU 0.460 0.400 0.460
REX 3.615 0.984 15.380 PAG 0.399 0.250 0.263

PARTY 0.513 1.000 0.501 ASS 16.870 16.730 2.239
PTYPE 3.262 3.000 1.503 AGE 7.697 6.000 6.946

PN 1.232 1.386 0.816 LEV 0.030 0.001 0.096
PDUTY 4.930 4.000 3.734 OSCALE 9.503 8.000 5.231
PICG 4.489 4.000 2.381 RHI 3.409 0.969 34.750
PMP 3.710 2.000 3.975 CHAR 0.675 1.000 0.469
PUNI 0.072 0.000 0.259 AUDITOR 0.407 0.000 0.493
PMO 0.738 0.000 2.090 DOIN 12.920 15.300 6.434
PMFR 0.333 0.000 0.474 STAF 4.596 4.000 4.326
PMLE 0.440 0.000 0.499 FSOE 0.364 0.000 0.482

 
 

基金会规模、成立年限的均值分别为16.870、7.697，基金会资产负债率的平均比重为3%，

理事成员数均值超过9人，收入集中度的均值为3.409。67.5%的基金会由国家机关担任业务主

管部门，40.7%的基金会聘请百强事务所执行审计业务，捐赠收入未取对数前的平均金额为4 160
万元，正式员工人数均值超过4人，36.4%的基金会出资企业为国有企业。

（二）回归结果分析

1.基金会党建、党员监事与基金会运作质量的回归结果分析

表3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特征层面的回归结果。是否建立党组织（PARTY）与基金会运作质量

（RATI）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建立党组织的基金会具有更高的运作质量。党组织类

型（PTYPE）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相对于应成立党组织却未成立的基金会，以

及临时型、功能型和联合型党支部，全部由基金会员工组成的正式党支部更能推动基金会运作

质量的提升。党组织书记所任职务（PDUTY）、党组织书记参与内部治理（PICG）的回归系数均

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党组织书记所任职务越高，参与内部治理的层级越高，基金会运

作质量越好。党员人数（PN）与RATI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基金会党员规模越大，党

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得越明显，基金会的运作质量越好。基层党组织建设特征的五个变

量与党员监事（PSU）的交互项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结果表明，当基金会党员

监事的比重越高时，能有效整合基金会的监督力量，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监督与思想引领作

用，对基金会慈善工作的运作质量具有积极的提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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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层党组织建设特征、党员监事与基金会运作质量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RATI RATI RATI RATI RATI

C −2.294*** −4.120** −3.588* −6.302** −5.706***

（−3.242） （−2.053） （−1.674） （−2.364） （−3.741）
PSU 0.117*** 0.163*** 0.171*** 0.199*** 0.117***

（5.878） （6.478） （5.775） （6.786） （5.689）
PARTY 0.864**

（2.506）
PARTY×PSU 0.054***

（2.972）
PTYPE 1.753**

（2.162）
PTYPE×PSU 0.091***

（3.766）
PDUTY 0.132**

（2.066）
PDUTY×PSU 0.102***

（3.336）
PICG 0.184**

（2.383）
PICG×PSU 0.113***

（3.589）
PN 2.224***

（2.893）
PN×PSU 0.058***

（3.291）
ASS 0.070 0.248*** 0.121 0.177 0.090

（0.853） （2.650） （1.260） （1.608） （1.087）
AGE 0.077*** 0.127*** 0.087 0.132*** 0.084***

（3.481） （3.665） （1.498） （2.998） （3.335）
LEV 0.023 −1.003 −1.587** −1.381** −0.070

（0.022） （−0.802） （−2.501） （−2.548） （−0.072）
OSCALE 0.063** 0.081*** 0.064** 0.117*** 0.072***

（2.245） （2.771） （2.083） （3.950） （2.656）
RHI −0.004*** −0.006*** 1.589 −0.241 −0.004***

（−3.886） （−3.937） （1.573） （−0.260） （−3.801）
CHAR 0.704* 0.148 −0.017 1.126** 0.694

（1.665） （0.300） （−0.032） （2.307） （1.565）
AUDITOR 0.146 0.609* 0.310 −0.054 0.186

（0.560） （1.743） （0.652） （−0.152） （0.686）
STAF −0.076** −0.098** −0.076* −0.119*** −0.066**

（−2.409） （−2.512） （−1.927） （−3.134） （−2.076）
DOIN 0.080*** 0.120*** 0.122*** 0.114*** 0.082***

（4.040） （3.660） （3.366） （3.142） （4.084）
FSOE 0.772** 0.362 −0.269 0.433 0.874**

（2.123） （0.760） （−0.572） （0.992） （2.441）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 YES YES YES YES YES
Adj.R2 0.350 0.403 0.426 0.506 0.341

F 39.383*** 56.772*** 15.707*** 23.830*** 36.793***
N 187 124 100 90 187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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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是基层党组织活动层面的回归结果。党员大会次数（PMP）、群团组织活动（PMO）、党

组织活动经费划拨（PMLE）与基金会运作质量（RATI）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是否建立

工会（PUNI）与RATI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回归结果表明，开展党员大会次数越多，建立

工会、群团组织活动次数越多以及党组织活动经费由基金会上级党组织划拨的基金会，具有更

高的运作质量。PMP、PUNI、PMO、PMLE与党员监事（PSU）的交互项系数均至少在5%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表明基金会监事较高的党员比重有助于凸显党组织活动对基金会运作质量的提

升效应。党组织活动经费是否来源于基金会行政经费（PMFR）与RATI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显

著，PMFR与PSU的交互项系数也不显著，说明党组织活动经费对基金会行政经费的依赖性即

使在党员监事较多的情况下仍然不利于提升基金会的运作质量。

2.基金会党建、委托代理冲突与基金会运作效率的回归结果分析

表5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特征、委托代理冲突与运作效率的回归结果。是否建立党组织

（PARTY）与基金会运作效率（REX）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建立党组织的基金会能够

将更多的善款用于公益项目支出，具有更高的运作效率。党组织类型（PTYPE）的回归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党组织类型对基金会运作效率具有差异性影响，即建设不规范的

党组织、临时党支部、功能型党支部、联合党支部以及基层党支部对基金会运作效率的提升效

应依次递增。党组织书记所任职务（PDUTY）、党组织书记参与内部治理（PICG）与REX分别在

1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党组织书记在基金会中所任职务越高，参与内部治理的层

级越高，基金会越倾向于将更多善款用于公益慈善支出。党员人数（PN）与REX在1%的水平上

显著正相关，表明基金会党员规模越大，越能推动基金会的公益慈善支出。基金会党组织建设

特征的五个变量与委托代理冲突（PAG）的交互项系数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结

果表明，当基金会委托代理冲突越严重时，党组织越能够克服困难，更好地发挥监督与思想引

领作用，提升了基金会的运作效率。

表6是基层党组织活动、委托代理冲突与基金会运作效率的回归结果。党员大会次数

（PMP）、是否建立工会（PUNI）、群团组织活动（PMO）与基金会运作效率（REX）均在1%的水平

上显著正相关；党组织活动经费来源于基金会行政经费（PMFR）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

著为负，党组织活动经费由上级党组织划拨（PMLE）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

结果表明，开展党员大会次数越多，建立工会、群团组织活动次数越多，党组织活动经费由基金

会上级党组织划拨的基金会，具有更高的运作效率，倾向于将更多善款用于公益支出。但当党

组织活动经费依赖于基金会行政经费时，基金会运作效率降低。PMP、PUNI、PMO、PMLE与委

托代理冲突（PAG）的交互项系数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当基金会委托代理冲突越严

重时，党组织越能克服困难，提升运作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福利。PMFR与基金会委托代理冲

突（PAG）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回归结果说明，基金会党组织活动经费源自基金会行政经费对

基金会运作效率的消极作用并不受基金会委托代理冲突的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机制影响、党组织隶属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内生性视

角，对回归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总体而言，回归结果与已有结论基本一致。

1.基金会党建的资源属性与约束属性

党建具有资源属性和约束属性。在资源属性方面，叶建宏（2017）的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党

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尹智超等（2021）也认为，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

建工作能够发挥资源配置效应，使企业享受更多政策福利。在约束属性方面，于连超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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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层党组织活动、党员监事与基金会运作质量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RATI RATI RATI RATI RATI

C −5.102** −1.690*** −0.950** −4.834* −4.080*

（−2.592） （−3.065） （−2.357） （−1.962） （−1.889）
PSU 1.765** 0.192*** 0.121*** 0.179*** 0.141***

（2.293） （7.566） （5.615） （6.398） （4.772）
PMP 4.027***

（3.596）
PMP×PSU 1.752**

（2.135）
PUNI 0.980*

（1.678）
PUNI×PSU 0.703**

（2.345）
PMO 0.118***

（5.756）
PMO×PSU 0.109***

（3.618）
PMFR 0.333

（0.901）
PMFR×PSU 0.293

（0.967）
PMLE 0.110***

（3.815）
PMLE×PSU 0.050***

（2.784）
ASS 0.094 0.083 0.070 0.089 0.070

（0.905） （1.107） （0.916） （0.822） （0.641）
AGE 0.208*** 0.120*** 0.117*** 0.144*** 0.156***

（5.804） （4.954） （5.055） （3.467） （3.878）
LEV −1.583* 0.004 0.256 −0.897 −0.926

（−1.977） （0.004） （0.226） （−0.904） （−1.068）
OSCALE 0.083** 0.084*** 0.085*** 0.057** 0.071*

（2.091） （2.664） （2.736） （2.045） （1.900）
RHI 1.761** −0.004*** −0.004*** 0.384 1.882**

（2.117） （−4.523） （−4.620） （0.411） （2.325）
CHAR 0.349 0.266 0.419 0.872* 0.348

（0.866） （0.830） （1.293） （1.905） （0.978）
AUDITOR 0.352 0.340 0.300 0.208 0.281

（0.835） （1.257） （1.104） （0.519） （0.725）
STAF −0.123*** −0.065** −0.068** −0.133*** −0.097***

（−3.869） （−2.023） （−2.077） （−3.580） （−3.170）
DOIN 0.125*** 0.058*** 0.066*** 0.126*** 0.128***

（3.760） （3.210） （3.694） （3.439） （4.065）
FSOE −0.311 0.564* 0.537* 0.023 0.063

（−0.796） （1.828） （1.735） （0.072） （0.202）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 YES YES YES YES YES
ADJ.R2 0.410 0.354 0.341 0.547 0.469

F 15.438*** 37.094*** 39.091*** 44.172*** 27.836***
N 100 187 187 9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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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党组织建设特征、基金会委托代理冲突与基金会运作效率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REX REX REX REX REX

C −2.046*** −0.919** −1.554*** 1.230*** −1.349***
(−4.556) (−2.339) (−2.991) (4.338) (−3.862)

PAG −1.754* −0.371 −0.657* −0.274 −0.273
(−1.891) (−1.014) (−1.876) (−0.759) (−0.737)

PARTY 0.068**
(2.250)

PARTY×PAG 2.079**
(2.298)

PTYPE 1.425*
(1.926)

PTYPE×PAG 0.058***
(3.327)

PDUTY 0.058*
(1.955)

PDUTY×PAG 0.117***
(3.429)

PICG 1.863**
(2.343)

PICG×PAG 0.934***
(2.816)

PN 0.073***
(2.680)

PN×PAG 1.887**
(2.409)

ASS 0.030 0.019 0.001 0.023 0.050
(0.288) (0.261) (0.014) (0.216) (0.456)

AGE 0.150*** 0.102*** 0.102*** 0.149*** 0.095***
(5.614) (4.949) (5.228) (4.869) (3.267)

LEV −1.697 −0.295 −0.097 −0.605 −0.826
(−1.614) (−0.349) (−0.100) (−0.952) (−0.780)

OSCALE 0.057* 0.071*** 0.070*** 0.073*** 0.052*
(1.880) (2.660) (2.652) (2.809) (1.840)

RHI 1.650** −0.004*** −0.004*** 1.400* 1.849**
(2.017) (−5.869) (−5.984) (1.945) (2.305)

CHAR 0.460 0.442 0.527* 0.848*** 0.347
(1.149) (1.524) (1.723) (3.018) (1.019)

AUDITOR 0.577 0.325 0.267 0.321 0.423
(1.515) (1.258) (1.025) (0.896) (1.186)

STAF −0.133*** −0.061** −0.061* −0.134*** −0.093***
(−4.633) (−2.007) (−1.923) (−6.439) (−3.460)

DOIN 0.115*** 0.058*** 0.064*** 0.116*** 0.113***
(3.794) (3.452) (3.873) (3.376) (3.971)

FSOE −0.494 0.544** 0.553** 0.011 −0.001
(−1.386) (2.083) (2.133) (0.040) (−0.003)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 YES YES YES YES YES
ADJ.R2 0.118 0.127 0.133 0.129 0.116

F 3.481*** 3.071*** 0.442*** 0.513*** 3.379***
N 134 106 91 83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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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党组织活动、基金会委托代理冲突与基金会运作效率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REX REX REX REX REX

C 11.524*** 11.093*** 11.476*** 11.989*** 3.350***
(10.825) (9.898) (11.654) (12.316) (3.137)

PAG −3.701* −1.386 −1.312 −1.124* −3.060
(−1.907) (−1.095) (−1.051) (−1.835) (−1.457)

PMP 3.182***
(3.405)

PMP×PAG 3.280***
(3.139)

PUNI 0.072***
(2.679)

PUNI×PAG 4.476***
(3.016)

PMO 0.083***
(2.963)

PMO×PAG 4.431***
(2.974)

PMFR −2.083**
(−2.225)

PMFR×PAG −0.679
(−0.602)

PMLE 2.111**
(2.618)

PMLE×PAG 3.356**
(2.582)

ASS −0.004 0.038 0.071 −0.017 −0.005
(−0.051) (0.342) (0.727) (−0.155) (−0.059)

AGE 0.107*** 0.147*** 0.137*** 0.162*** 0.103***
(5.577) (5.397) (4.729) (4.684) (5.187)

LEV 0.092 −1.744 −1.615** −1.221* −0.070
(0.080) (−1.620) (−2.005) (−1.775) (−0.069)

OSCALE 0.056** 0.059* 0.053* 0.113*** 0.067**
(2.049) (1.969) (1.706) (3.847) (2.558)

RHI −0.003*** 1.580* 1.626** 1.057 −0.004***
(−5.283) (1.860) (2.013) (1.270) (−5.871)

CHAR 0.527* 0.457 0.448 0.941*** 0.513*
(1.789) (1.089) (1.193) (2.737) (1.711)

AUDITOR 0.293 0.561 0.480 0.497 0.299
(1.146) (1.423) (1.302) (1.311) (1.145)

STAF −0.065** −0.130*** −0.115*** −0.172*** −0.058*
(−2.129) (−4.704) (−4.190) (−7.411) (−1.895)

DOIN 0.058*** 0.115*** 0.108*** 0.114*** 0.064***
(3.308) (3.777) (3.581) (3.570) (3.731)

FSOE 0.418 −0.445 −0.549 −0.298 0.523*
(1.550) (−1.297) (−1.625) (−0.892) (1.973)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 YES YES YES YES YES
ADJ.R2 0.182 0.216 0.154 0.329 0.175

F 46.230*** 10.880*** 12.701*** 16.620*** 42.560***
N 91 134 134 86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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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党组织嵌入通过提高企业对环境政策的遵从度，增强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万攀兵

（2020）指出，基层党组织通过发挥监督作用推动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基金会党建对基金

会运作质量、运作效率的影响是否也具有资源属性和约束属性，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善款是基金会最希望从组织外部获取的资源。本文采用慈善捐赠收入作为中介变量，建立

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捐赠收入是否是基金会党建对基金会运作质量、运作效率产生积极影响的

作用路径。回归结果显示，慈善捐赠收入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

本文选择基金会治理质量作为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基金会党建是否通过约

束基金会治理质量，对基金会运作质量与运作效率产生了积极影响。基金会治理质量是对下述

四个变量主成分分析后形成的综合指标：理事会会议平均出席率；监事会会议平均出席率；理

事长是否与秘书长两职合一，是为0，否为1；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是否由现职国家工作人

员兼任，是为0，否为1。《基金会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不得由现职国

家工作人员兼任。回归结果验证了基金会治理质量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即基金会党建对基金

会运作质量、运作效率的影响是通过基金会党建的约束属性实现的。

2.基金会党组织隶属关系的调节效应

上市公司基金会基层党组织的上级党组织通常与出资企业有关。当上市公司党组织与基

金会党组织之间具有隶属关系时，可能涉及基金会出资上市公司的复杂经济利益，对党组织建

设与基金会运作质量、运作效率之间的关系具有差异性影响。在上市公司组织资源一定的情况

下，上市公司党组织面临着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公益之间资源分配的权衡问题。如果上市公司

党组织过多考虑经济利益，可能会对基金会党组织工作产生负面影响。本文采用党组织建设与

基金会党组织隶属关系（上市公司党组织是否是基金会的上级党组织，PLF，是为1，否为0）的
交互项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除党组织活动经费是否来源于基金会行政经费变量

（PMFR）之外，PLF与党组织建设自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上市公司党组织并未因

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放弃社会价值，对下级党组织工作具有积极引导作用，从而提升了基

金会的运作质量与运作效率，彰显出党组织发挥的显著公益效应。

3.内生性问题

对于未披露党组织信息的基金会，本文观测不到党组织建设变量对基金会慈善工作的影

响效应，样本选择有偏误，存在自选择问题。借鉴万攀兵（2020）、郑登津等（2020），本文采用基

金会所在地区—行业层面的党组织覆盖率、基金会所在城市与中国政治中心（北京）的地理距

离作为党组织建设的工具变量，采用Heckman两阶段控制内生性问题。回归结论未变。

基金会运作质量与运作效率反过来也可能影响基金会党建，同时，也可能存在着同时影响

基金会党建与基金会运作质量、运作效率的潜变量，出现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借鉴郑登津

和谢德仁（2019），采用基金会所在城市是否是中宣部设立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作
为党建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党建积极推动了基金会运作质量与运作效率。

五、  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从基层党组织建立、党组织类型、党组织书记、党组织规模、党员大会、党的群团工作以及

党组织活动经费视角度量上市公司基金会的党组织建设，实证探讨党建对基金会运作质量与

运作效率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研究党员监事、委托代理冲突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

（1）建立党组织的基金会具有更高的运作质量，能够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组织的评级

中获得更高层次的等级，并且具有更高的运作效率，让更多善款用于公益支出，为社会慈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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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做出更大贡献。党组织异质性对基金会运作质量与运作效率具有差异性影响。相对于党员人

数超3人而未成立党组织的基金会，以及临时型、功能型和联合型党支部，全部由党员职工组成

的正式党支部更能提升运作质量与效率。党组织书记所任职务越高，参与基金会治理的层级越

高，基金会运作质量与效率越高。党员规模、党员大会召开次数、工会的建立以及群团组织活动

次数对基金会运作质量、运作效率均发挥了显著的推动效应。当党组织活动经费来源于基金会

行政经费时，造成党组织活动对基金会的依赖性，不能提升运作质量与运作效率。当党组织经

费源自上级党组织划拨时，基金会具有更高的运作质量与运作效率。

（2）共产党员担任基金会监事，是监事监督与党组织监督的融合，能够更好地发挥基金会

党组织的监督作用与思想引领作用，使得党组织建设对基金会运作质量的积极推动效应更加

凸显。当基金会面临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时，基金会党组织能够迎难而上，将更多善款用于公

益慈善项目，使得基金会党组织建设对基金会运作效率的促进作用愈加明显。

（3）基金会理事和监事的年度会议平均出席率、理事长和秘书长的人员配置在基金会党组

织建设的推动下更加完善，有助于基金会获得更高的综合质量评级，并推动基金会将更多善款

用于公益慈善事业，体现出基金会党建通过基金会治理发挥的约束属性。

（4）当出资上市公司党组织是基金会的上级党组织时，基金会党组织建设对基金会运作质

量与运作效率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印证了出资企业党组织作为基金会上级党组织在社会公

益政策方面发挥的良好指引作用，并未因上市公司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而损害社会公益。

（二）政策启示

公益基金会是社会组织中形式最为灵活、发展最为规范的组织类型，在财务审计、信息公

开、监督检查等方面具有严格的管理规定。然而，相对于其他非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起

步较晚、发展较缓、难题较多，在理论认知和实践开展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侯利文，2021）。本
文的研究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提供了上市公司公益基金会层面的经验证据。公益基金会在建

立基层党组织之后，应尽量保证党支部书记能够参与基金会的管理与治理事务。基层党组织须

积极开展群团工作，精心组织党员大会，在保证党员发展质量的基础上适时扩大党组织规模，

并确保基层党组织活动经费与基金会行政经费具有相对独立性。基金会党建工作应与基金会

监事制度有机结合，充分整合基金会的内部监督资源，发挥监督合力。上市公司公益基金会因

与出资上市公司之间具有复杂的利益牵连，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委托代理冲突。在委托代理问题

较为严重的基金会中，基层党组织须关注基金会权责配置背后的潜在利益冲突，调整工作方式

方法，迎难而上，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公益功能。

（三）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文将出资上市公司与基金会的多维度关系纳入研究框架，拓展了基金会慈善活动影响

因素的研究范畴。但研究对象的限定使研究样本较少，只能说明上市公司基金会党建的社会功

能，不一定能推广至其他类型基金会和其他社会组织。未来的研究或可扩大研究范围，全面探

究社会组织党建的社会功能。除了本文已经涉及的基金会党建变量之外，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

中还披露了党建联系人、党组织的专门活动场所、党组织活动经费的具体金额、党小组会议次

数以及党课次数等信息。未来的研究或可进一步深入分析基金会党组织建设工作的差异性影

响、交互作用，以及党建与基金会治理、管理功能之间的机制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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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the Liste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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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almost  al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have  established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which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whether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can promote social governance is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
worthy of in-depth study. The listed company charitable foundation is the most flexible and standardized
organization type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It  has  strict  management  regulations in  financial  audi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and discloses the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of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in detail,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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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operational quality an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this paper chooses the listed company
charitable found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mpirically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on philanthropy and its situational depend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can not only improve operational
quality, promoting the foundation to obtain a higher rating from the reg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authority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but also enhanc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llowing more donations to be
used for public welfare and philanthropy. The greater the proportion of Party members as foundation
supervisors, the more obvious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n operational
quality.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Party 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operational quality an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by restricting the governance of the foundation. When the
Party organization of the founder listed company is the superior Party organization of the foundatio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on operational quality an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become more stronger,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superior Party organization
does not damage the social public welfare due to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interests in the listed
company, and plays an excellent guiding role for the Party organization of the foundation.

Based on the unique data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exertion of social functions, which extends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level to the
large sample empirical research level. Moreover,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perational
quality) and core business ability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the foundation’s public welfare and charity
activities, this paper not only tests the leading fun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in grasp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but also depicts the control ability in key dimensions. It
also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ctivities of Party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in the field of charity, which has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ocial function practice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must
be organically combined with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ensure the independence of activity funds and
administrative funds, and fully consider the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hind the allocation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founda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positive guiding goals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on social governance be realized.

Key words: social  organizations; listed  company  charitable  foundation;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perational quality; operational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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